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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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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人口的乡—城转移导致了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人口的单向跨区域流动也造成了我国大范围的地

区年龄结构失衡,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威胁。 基于 2010—2019 年大陆 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以

人口老龄化系数为被解释变量,分别构建固定效应和随机效应模型,从人口、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研究我国城

镇、农村人口老龄化和城乡倒置现象的影响因素以及三类因素在东、中、西部地区的不同表现。 结果显示,人口

因素是老龄化城乡差异的直接原因,经济因素是根本原因,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因素在城乡、区域之间

影响不一。 为此,政府应当增强生育支持力度以提高生育率,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

建设,并鼓励区域的联动合作,以缓解老龄化集聚地区的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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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00 年,我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 7%,标志着我国正式步入老龄化社会[1] 。 进入新时代,我国老

龄化进程不断加速,城乡差异也进一步凸显。 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镇化的推进,大量农村青壮年

劳动力涌向城市,导致城乡人口年龄结构的差异日益明显。 根据《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0 至

2019 年,我国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由 8. 87%增长至 12. 57%;其中,城镇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口比重从 7. 80%增长至 11. 20%,农村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比重则从 10. 06%增长至 14. 69%。 按照

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 在总体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同时,城乡人口老

龄化程度的差距也呈扩大趋势,较之城市,农村地区的老龄化程度更深,增速更快。 这种差异会为我国

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一系列问题,比如农村空心化问题,农村留守老人养老问题,城乡养老资源分配不

均问题,城乡经济水平差距加大问题等。 2022 年 5 月 6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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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引导人口流失县城转型发展,这说明人口单向

迁移、部分地区人口流失严重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决策者的重视。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

“未富先老”的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 这一问题不仅成为政策制定者的重要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广泛

的关注和探讨。

城乡二元结构下,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乡之间社会经济发展的差异使城乡人口老龄化表现出不

同特点,整体上均向扩张和深化的方向发展,但农村老龄化形势更加严峻[2] 。 刘华军、刘传明认为农村

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之间存在着双向影响机制:农村青壮年人口向城市转移,在减缓城镇地区老龄化增

势的同时,也加剧了农村的老龄化程度,使得老龄化城乡差距扩大[3] ,并且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农村地

区生活水平提高,医疗条件改善,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同时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快

速发展又会反过来阻碍城镇化进程[4] 。 针对在农村经济发展水平还远低于城镇的情况下,其人口老龄

化水平却高于城镇的现象,杜鹏最早进行相关研究,并将其定义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 [10] ,即农村老

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高于城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 张伟等人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在

2000 年之前尚未出现城乡倒置现象,2000 年至 2015 年,城乡倒置现象出现并迅速扩展,2015 年以后,已

发展成为全国性的普遍现象[6] 。 学者们从不同的时空视角研究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原因和影响

因素,所得结果不一,但就“人口因素是直接影响因素,经济因素是根本影响因素”这一观点,基本上可

以达成共识[7-8] 。 杜鹏、朱勤等学者均认为乡-城单向人口迁移是造成老龄化城乡倒置的主要原因,城

乡之间的发展差异,吸引青壮年人口从农村向城镇流动,造成城乡之间年龄结构的失衡[3] 。 但从长远来

看,城镇吸纳人口的能力将趋于饱和,而随着城镇化浪潮进入城镇生活的农村青壮年人口步入老年后,

城镇的老年人口将急速上升,城乡倒置将发生逆转,未来城镇将面临巨大的养老压力[9] 。

关于老龄化城乡差异的既有研究多聚焦于城乡差异对城乡规划和城镇化建设的影响,以及城乡倒

置的时空演变特点,对于影响因素的探究较少。 本文拟使用省级面板数据对我国城乡人口老龄化及城

乡倒置现象的影响因素展开研究,并按照三大区域分组探讨区域差异,以期找出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共性

和个性,并以此为据,为统筹城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提出政策建议。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 2010 年第六次和 2020 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为时间节点,选取了两次人口普查之间的省

级面板数据进行研究。 通过对 2010 到 2019 年十年间的面板数据进行整理、分析,将城镇人口老龄化系

数、农村人口老龄化系数、城乡倒置度作为因变量,分别构建回归模型,探讨城乡人口老龄化的差异及影

响因素。

(一)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的 31 个省级行政单位(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为研究对象,时间跨度为 2010 年至

2019 年,数据主要来自《中国统计年鉴(2011—2020)》 《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11—2020)》以及

国家统计局网站。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城乡差异,本文参考前人研究,将统计年鉴中关

于“城市”和“镇”的数据合并为“城镇” [10] ,作为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基础数据。 此外,由于部分数据缺

失,为了减少对分析结果的影响,本文使用线性插值法进行补缺处理。

(二)指标选取

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和参考,本文选取人口老龄化系数为被解释变量,用来衡量人口老龄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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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解释变量则涵盖人口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三个方面,并下设二级指标,以此指标体系构建模

型,展开对城乡人口老龄化差异的研究。

1. 人口老龄化衡量指标

参照前人研究,本文选取人口老龄化系数,即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值,来衡量城乡老龄化程

度。 当比值小于 5%,表明该区域尚未进入老龄化社会;比值大于 7%,说明该区域已进入老龄化社会;

比值大于 13%,则意味着该地区进入超老龄化社会[11] 。 为比较城乡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差异,本文借用

张伟[6]等学者提出的“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度”指标,即农村人口老龄化系数与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的

差值。 相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城镇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医疗设施更为完善,期望寿命更高,其预期

的人口老龄化水平也应该更高,因而城镇老龄化程度低于农村是一种违背理论预期的“倒置”现象。 伴

随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中国自 2000 年开始出现城乡倒置现象,并呈持续加剧趋势[12] 。 我国 2010—

2019 年城乡人口老龄化系数及城乡倒置度详见图 1。 综上所述,在本文中,人口老龄化程度由城镇人口

老龄化系数、农村人口老龄化系数、城乡倒置度来表征。

图 1　 2010—2019 年城乡人口老龄化系数及城乡倒置度

2. 影响因素指标

人口老龄化是受多种因素综合作用影响的,本文将这些因素归类为人口、经济和社会三个层面,其

中社会因素又进一步分为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因素。 对于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农村人口老龄化系

数、城乡倒置度三个因变量,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大致相同,二级指标因数据可得性等原因略有差异,详

见表 1。 人口因素对人口老龄化有最直接的影响,其中人口出生率和人口死亡率是最主要的因素,可以

反映人口自然变动情况。 经济因素会影响人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从而影响区域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同

区域之间存在经济差异,人们出于求职、求学等原因,会发生人口迁移活动[13] ,这些因素都会对该区域

的年龄结构变动造成影响。 社会因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区域人口受教育程度,以 15 岁以上人口

的文盲率表征[11] ,二是医疗卫生条件,以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表征[14-15] ;三是社会保障情况,

以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总人数的比重来表征。 需要予以说明的是,在城镇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指标中,

城镇登记失业率是指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与城镇各类就业人员、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之和的比值;而城乡倒

置度的影响因素之一城镇化水平,是指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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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人口老龄化系数的影响因素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城镇人口老

龄化系数

人口因素

经济因素

社会因素

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城镇登记失业率(%)

教育 城镇 15 岁以上人口文盲率(%)

医疗 城镇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张)

社会保障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总人数比重(%)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万元)

城镇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人数占城镇 15 岁以上人口的比重(%)

农村人口老

龄化系数

人口因素

经济因素

社会因素

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亿元)

教育 农村 15 岁以上人口文盲率(%)

医疗 农村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张)

社会保障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总人数比重(%)

城乡倒置度

人口因素

经济因素

社会因素

人口出生率(‰)

人口死亡率(‰)

老年人口抚养比(%)

城镇化水平(%)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 / 人)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值(元)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差(元)

教育 城乡 15 岁以上人口文盲率差值(%)

医疗 城乡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差值(张)

社会保障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占比差值(%)

(三)模型构建

以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农村人口老龄化系数、城乡倒置度为因变量,分别对面板数据进行分析:通

过检验个体效应,发现对三个模型而言,固定效应( FE)均优于混合回归( OLS);时间效应检验结果表

明,随机效应(RE)也优于混合回归(OLS);最后进行豪斯曼检验,结果显示,对城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

影响因素而言,固定效应优于随机效应,而对于城乡倒置度的影响因素,随机效应优于固定效应。 因此,

城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模型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城乡倒置度影响因素模型选择随机效应模型。

基准模型如下:

Yi,t =α+βX i,t+μi+εi,t (1)

其中,Y 为被解释变量,即人口老龄化系数;X 代表解释变量,包括前文所述人口、经济、社会三个方面的

变量;α 和 β 为待估计参数;ε 为随机误差项;i 和 t 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
·96·



三、结果与分析

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区域社会和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较大,人口老龄化的表现呈现区域差

异性[13] 。 为更加具体地探讨我国老龄化的城乡差异和影响因素,在选定面板数据分析方式之后,本文

将我国 31 个省市按照地理位置分为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地区进行分组回归,分地域探讨人口老龄化的

影响因素。
(一)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

以城镇人口老龄化系数为被解释变量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回归结果详见表 2。
 

表 2　 城镇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系数 标准误 P 值 系数 标准误 P 值 系数 标准误 P 值

人口因素 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 0. 337∗∗∗ 0. 035 0. 000 0. 274∗∗∗ 0. 044 0. 000 0. 278∗∗∗ 0. 036 0. 000

经济因素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 000∗ 0. 000 0. 090 0. 000 0. 000 0. 408 0. 000 0. 000 0. 659

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0. 000 0. 000 0. 308 0. 000 0. 000 0. 797 0. 000∗ 0. 000 0. 059

城镇登记失业率 0. 508∗ 0. 298 0. 092 0. 026 0. 267 0. 923 0. 063 0. 213 0. 769

社会因素

城镇文盲率 0. 176 0. 138 0. 205 0. 017 0. 190 0. 929 0. 014 0. 026 0. 596

城镇每万人口医疗卫生

机构床位数
0. 004 0. 008 0. 667 0. 013∗ 0. 008 0. 093 0. 003 0. 004 0. 502

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人数比重
-0. 242∗ 0. 143 0. 094 -0. 103 0. 135 0. 449 0. 178∗∗ 0. 083 0. 034

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支出
0. 000∗ 0. 000 0. 075 0. 000 0. 000 0. 549 0. 000 0. 000 0. 932

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

人数比重
0. 003 0. 005 0. 572 0. 007 0. 008 0. 402 0. 007 0. 006 0. 215

常数 1. 799 1. 325 0. 178 3. 520 2. 125 0. 103 1. 015 1. 314 0. 442

　 　 说明:∗、∗∗、∗∗∗分别表示 p<0. 10、p<0. 05、p<0. 01。

城镇老年人口抚养比,即城镇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值,对城镇人口老龄

化的影响最为突出,在三大地区均表现为显著的正向影响。 这说明人口因素是影响老龄化的最直接因

素,我国人口出生率多年维持在低水平状态,而随着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持续进步,
人口预期寿命延长,人口年龄结构逐渐失衡,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人均消

费支出分别只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有显著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地区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存在差异:东部

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远高于中、西部地区,社会思想更加开放,居民倾向于追求高质量的生活,积极获

取资源满足自身的各种需要,从而有助于延长预期寿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物价水平相对较

低,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意愿较低,如果部分居民消费支出较高,那么可以推测其具有较高的收入水平和

较强的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意愿,这种意愿和行为均有利于预期寿命的延长。 城镇登记失业率仅在东部

地区对城镇人口老龄化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由于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高于中、西部

地区,中、西部地区的就地城镇化占据较大比例,即只是通过改变居民户口性质实现城镇化,实际上该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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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水平并未达到自然城镇化的标准,因而就业和失业登记工作也存在不足。 这

其实是再次印证了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对城镇人口老龄化的影响。

在社会因素中,区域人口受教育程度指标———城镇文盲率在三个地区均无显著影响,说明在城镇地

区,居民受教育程度对人口老龄化没有直接影响或者明显的间接影响。 当然,这也可能是由于城镇居民

总体受教育程度较高,文盲率无法准确表征其教育水平。 代表医疗水平的城镇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

床位数仅在中部地区对城镇人口老龄化表现出显著影响,这是因为东部地区医疗水平较高,医疗资源较

为集中,居民就医比较方便;西部地区医疗水平较低,医疗资源较为匮乏,居民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满

足,而中部地区的医疗条件处于二者之间,且区域间差异较大,医疗水平对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更为突出。

医疗卫生条件直接决定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能够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的医疗服

务,延长人的预期寿命。 应当予以关注的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的比重在东、西部地区对城镇

人口老龄化发挥着相反的作用:在东部地区产生负向影响,而在西部地区则呈正相关关系。 原因如下:

东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就业机会多,吸引大量青壮年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市求学、求职,在享有最低

生活保障的居民中,更多的是无劳动能力的人和失业的外来流动人口,老年人口占比较小;而西部地区

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对外地居民无吸引力,本地青壮年劳动力也大量流失,向中、东部迁移,因此老年人

口在总人口和低保人口中都占据着较大比例。 象征社会保障水平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比重在

三个地区影响均不显著,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仅在东部地区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养老保

险基金支出越多,表明职工的晚年待遇越好,预期寿命可以因之延长。

(二)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因素

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系数 标准误 P 值 系数 标准误 P 值 系数 标准误 P 值

人口因素 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 0. 611∗∗∗ 0. 010 0. 000 0. 643∗∗∗ 0. 031 0. 000 0. 504∗∗∗ 0. 014 0. 000

经济因素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0. 000 0. 000 0. 504 0. 000∗∗∗ 0. 000 0. 008 0. 000 0. 000 0. 160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0. 000∗ 0. 000 0. 064 0. 000∗∗ 0. 000 0. 032 0. 000 0. 000 0. 124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980 0. 000∗∗ 0. 000 0. 026

社会因素

农村文盲率 -0. 019 0. 016 0. 252 0. 054 0. 038 0. 161 0. 017 0. 011 0. 109

农村每万人口医疗卫生

机构床位数
-0. 012∗∗ 0. 005 0. 022 -0. 032∗∗ 0. 015 0. 032 0. 024∗∗∗ 0. 007 0. 001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人数比重
0. 137∗∗∗ 0. 045 0. 003 0. 011 0. 030 0. 713 0. 001 0. 008 0. 890

常数 1. 908∗∗∗ 0. 319 0. 000 1. 131∗∗ 0. 453 0. 015 1. 631∗∗∗ 0. 232 0. 000

　 　 说明:∗、∗∗、∗∗∗分别表示 p<0. 10、p<0. 05、p<0. 01。

农村老年人口抚养比在三个地区均表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再次说明人口因素是影响老龄化的最

直接因素。 农村人均收支水平代表着人均经济条件,经济条件越好,提高生活水平、获得医疗资源的能

力就越强,延长预期寿命的可能性就越大。 但是上述两个解释变量在西部地区均无显著影响,可能是由

于西部地区农村经济水平总体落后,居民人均收入偏低,消费能力较弱,追求高质量生活的潜力受到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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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农村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在西部地区发挥正向作用,但是在中、东部地区却产生负向影

响。 对于西部农村地区来说,医疗卫生水平高,医疗服务质量好,可以延长预期寿命;而在中、东部的农

村地区,医疗床位数多表明该区域医疗资源较为丰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在大城市就业压力大、生活

成本高和乡村振兴成为国家发展重点的背景下,农村地区可能会吸引更多青壮年返乡,老年人口比重从

而随之下降。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比重只在东部地区对农村老龄化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这是

因为农村低保可以兜底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对保障农村老年人口生活、延长预期寿命起积极作用,但

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的社会保障工作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保障力度尚需加强。

(三)城乡倒置度的影响因素

综合来看,人口、经济、社会因素均对我国城乡倒置现象存在显著影响,具体见表 4。
 

表 4　 城乡倒置度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

变量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系数 标准误 P 值 系数 标准误 P 值 系数 标准误 P 值

人口因素

人口出生率 0. 033 0. 094 0. 726 -0. 184 0. 112 0. 100 -0. 111 0. 088 0. 207

人口死亡率 -1. 291∗∗∗ 0. 377 0. 001 0. 624∗ 0. 356 0. 080 1. 027∗∗∗ 0. 337 0. 002

老年人口抚养比 0. 265∗∗∗ 0. 093 0. 004 -0. 207∗ 0. 113 0. 068 0. 230∗∗∗ 0. 087 0. 008

经济因素

城镇化水平 -0. 079∗ 0. 043 0. 066 -0. 161∗∗∗ 0. 053 0. 002 -0. 042 0. 029 0. 144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0. 000∗∗ 0. 000 0. 013 0. 000 0. 000 0. 905 0. 000∗∗∗ 0. 000 0. 000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差值
0. 000 0. 000 0. 214 0. 001∗∗∗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19

城乡居民人均消费

支出差值
0. 000 0. 000 0. 607 0. 000∗ 0. 000 0. 080 0. 000∗ 0. 000 0. 058

社会因素

城乡文盲率差值 0. 892∗∗∗ 0. 091 0. 000 0. 270∗∗ 0. 126 0. 032 0. 208∗∗∗ 0. 043 0. 000

城乡每万人口医疗卫生

机构床位差值
0. 031∗ 0. 016 0. 059 -0. 023∗ 0. 013 0. 074 -0. 025∗∗∗ 0. 008 0. 002

城乡居民最低生活

保障人数占比差值
0. 647∗∗∗ 0. 193 0. 001 0. 238∗ 0. 136 0. 079 0. 053 0. 046 0. 251

常数 5. 855 3. 900 0. 133 5. 558 3. 609 0. 124 -4. 391 2. 698 0. 104

　 　 说明:∗、∗∗、∗∗∗分别表示 p<0. 10、p<0. 05、p<0. 01。

回归结果显示,人口死亡率和老年人口抚养比在三个地区均存在显著影响,而我国人口出生率持续

低迷,对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无显著影响。 城镇化水平与中、东部地区的老龄化城乡倒置有显著的负相

关关系,原因在于伴随着城镇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转变为城镇人口,城乡人口结构随之改变,

城乡人口老龄化差距相应缩小;而西部地区城镇化进程较慢,水平较低,暂时还未表现出对人口老龄化

城乡倒置的影响。 刘成坤的研究也证实了城镇化会推动老龄化城乡倒置,并且这种影响存在区域异质

性,在东部地区作用最显著[15] 。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和居民人均收支的城乡差值均对人口老龄化城乡倒

置现象存在显著影响,且在西部地区表现最为突出,这说明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经济因素是导致

城乡老龄化差距的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在对城镇和农村老龄化的影响因素分别进行回归分析时,表征居民受教育程度的文盲率未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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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著影响,但是在城乡倒置度的模型中,城乡文盲率差值这一变量在三大地区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且在东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 受教育水平越高,意味着个体追求的需求层次更高,获取资源满足自身

需求的能力和动机更强,这促使大批农村青壮年人口迁往城镇,导致农村老年人口比重增加,而城镇老

年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城乡倒置程度加深。 城乡每万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差值在中、西部地区表现

为负相关变量,而在东部地区则产生正向影响。 这是由于东部地区城乡发展差异更为显著,优质医疗资

源集中在城镇地区,尤其是中心城市,其拥有难以比拟的资源聚集优势和人口吸引力[17] ,城乡之间医疗

水平的差异会影响区域预期寿命和人口流动的方向,导致老龄化城乡倒置加剧。 城乡居民低保人数比

值之差体现了城乡之间社会保障水平的差异,保障水平的差异会影响居民的生活水平和预期寿命以及

人口转移的方向,差距越大,人口从农村流向城镇的速度越快,城乡倒置越严重,这一点在东部地区最为

突出,而在西部地区,社会保障总体水平有待提高,城乡差距还未严重到对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产生显

著影响。

四、研究结论和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上述实证结果分析,本文得出结论如下:

1. 人口因素和经济因素是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出现的主要驱动因素,这在前人的研究中

也得到验证[6] ,由于人口的机械变动直接或间接受制于经济因素,因此,经济因素对于老龄化城乡倒置

的作用更加显著。 上述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显示人口因素是影响我国人口老龄化城乡和地区差异的最

显著因素,这是因为人口因素是影响老龄化的直接因素,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直接决定了人口规模和年

龄结构[18] ,但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生率始终维持在低水平上,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技术的进

步,人均预期寿命延长,人口死亡率在城乡、地区之间也没有表现出较大差距,人口因素中真正对老龄化

城乡和地区差异产生影响的是人口的机械变动,即人口迁移[19] 。 人口迁移的非自然诱因包括区域的经

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条件、社会保障服务、就业机会、思想开放程度、文化资源、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等,

经济因素不仅是诱因之一,还直接或间接地对其他诱因产生影响,因此,经济因素是造成人口老龄化城

乡和地区差异的根本原因[19] 。

2. 通过对比城镇和农村人口老龄化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相较城镇,经济发展水平、医疗

卫生条件和社会保障水平对农村地区的老龄化影响更加显著。 这是一个双向作用的循环,城镇经济、医

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优势,吸引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由农村迁移至城镇,暂时缓解了城镇老龄化问题,却

导致农村老龄化现象日益严重;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程度的提高会进一步加剧农村地区劳动力的流失,

使城乡发展水平的差距扩大,城乡发展不平衡加剧。 既往研究中也有相同发现,刘维奇认为城镇化与人

口老龄化的城乡倒置具有双向影响,城镇化背景下的人口单向迁移加剧了老龄化城乡倒置,而农村的严

重老龄化又限制了农村地区的发展,阻碍了城镇化进程[20] 。 我国的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于 21 世

纪初期出现,此后不断加剧,农村人口老龄化具有程度高于城镇、速度快于城镇、地区差异大于城镇、老

年人口多于城镇等特征[10] 。 社区居家养老已经在城市养老服务中占据重要地位[21] ,而农村养老方式

仍以传统的家庭养老为主,但是随着青壮年人口外溢,农村家庭规模朝小型化方向发展,代际关系渐弱,

家庭养老功能弱化,家庭养老方式难以为继[20] 。 在此背景下,农村地区留守老人照料问题尤为突出,养

老压力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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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统筹分析三个模型的回归结果,发现人口因素对我国东、中、西部的城乡人口老龄化均具有显著

影响,而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影响各异。 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在我国具有普遍性,表现最为突出的

地区位于长三角、京津冀、成渝等地,而程度较低的地区则以东北、西北、西南片区为主[11] 。 我国国土面

积辽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经济发展水平高、基础设施完善的地区城镇化水平也较高,城乡差

距更为突出,由人口乡-城转移造成的老龄化城乡倒置现象随之加剧。 人口的迁移不仅在城乡之间进

行,还跨省份、跨地区进行[22] 。 目前我国的青壮年人口为了获得更好的就业和教育机会,普遍倾向于去

往大城市发展,在地域上表现为从西部地区向中、东部地区迁移[23] ,或者从中部地区迁往东部地区,造

成区域之间年龄结构的差异。 与青壮年人口的流动方向相反,既往研究已经证明我国的老龄化城乡倒

置最先出现在东部沿海地区,然后逐渐向中、西部地区扩张[6] 。 考虑到不同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差异,

东部地区应当促进老年人口的社会参与,丰富其物质和精神生活,而对于中、西部地区的老年人,则应更

加关注其生活保障和养老服务体系建设[24] 。

(二)政策建议

1. 落实生育支持政策,缓解人口压力。 我国生育率持续低迷,人口已经出现负增长,低生育率与高

度老龄化并存,为社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为此,应当出台并落实相应的生育政策,

构建起由政府主导、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生育支持体系[25] 。 保障女性合法就业权益[26] ,大力发展托育机

构[27] ,通过发放生育补贴减轻育龄家庭的经济压力,以此促进生育意愿的释放和生育行为的落实。

2. 破除城乡壁垒,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 经济因素是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最根本的影响因素,为

此,应以乡村振兴为契机,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28] ,打破城乡发展不平衡和人口老龄

化城乡倒置的恶性循环,并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提升农村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水平,实现城乡基础设

施一体化与公共服务设施均等化[29] ,减少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失。 农村地区不具备发展工业的基础设施

和人才资源,但是可凭借生态环境优势发展生态农业、乡村旅游、健康疗养、乡村休闲养老[30] 等产业,或

者因地制宜,依托当地特色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如依托红色文化,发展红色文旅产业[31] ,为当地的青壮

年人口提供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减少人口流失。 在提振农村经济发展的同时,引导就地城镇化、就近

城镇化[19] ,既可以减轻农村地区的人口老龄化压力,也可以助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3. 完善农村地区的养老服务建设。 在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背景下,农村地区的养老压力尤为突

出,政府应当予以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 首先,建立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养老为依托、机构养老

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9] 。 基于现实养老压力和文化传统,家庭养老仍是核心养老方式,可通过村规民

约、道德约束、司法干预等方式,鼓励、督促子女对老人进行物质上的赡养和精神上的慰藉;在延续家庭

养老功能的同时,增设多样化的农村养老机构作为补充。 其次,增加财政投入,完善农村地区养老基础

设施的建设,满足老年人口的医疗、娱乐、文体、社交、购物、生活服务等需求。 再次,健全农村养老保险

制度[32] ,扩大农村新型养老保险的覆盖面[33] ,以减轻养老压力。 最后,加大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力

度[34] ,完善社会救助的目标识别,提高救助标准,重点关怀“低保”、贫困、失能、失智、独居、孤寡老人;对

于这些老人,社区应积极介入,必要时可提供养老服务机构的托管服务。

4. 协调区域发展,统筹合作共同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城乡倒置问题。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各地区面临

的共性问题,老龄化城乡倒置也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存在,因此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过程中,应当打破地

区分割的壁垒,寻求区域之间的联动与合作[35] 。 东部地区具有完整的产业链,可为劳动者提供多样化

的工作机会,因此吸引了大量青壮年人口。 但是随着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东部地区的人口吸纳能力

将趋于饱和,就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而中、西部地区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与东部地区开展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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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充分利用低成本优势,引进适宜当地发展的相关企业,由东部地区提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

统筹、协调区域发展,发挥各自的优势,减轻中、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失现象,缓解东部地区由于人口超负

荷造成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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